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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世界银行有关企业投资的旗舰产品———全球营商环境评估项

目脱胎于新自由主义，是经济发展思潮转向制度和法律的产物。该项目通过

横向比较各个经济体的营商监管水平，为经济体推动国内改革和投资者投资

区位选择提供了一定参考。但是，该项目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各指标代表的

经济社会效应差异大，忽视监管的积极面，对监管的质量重视不够，特别是

其没有注意到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中监管的差异性以及积极影响。全球

金融危机爆发后，该报告越来越认识到国家监管的重要性和积极性。从一定

意义上说，这象征着新自由主义的大衰退。该项目未来改革的方向之一，是

注重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和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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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２０１６年上半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分别回应了中国美国商会和中国欧盟

商会对中国营商环境恶化的担忧，强调中国将继续为外国在华投资创造良好

的投资环境，认为中国正在推进的全面深化改革将为完善投资环境提供有力

保障。① 在２０１６年９月于杭州召开的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会议期间，习近平

主席敦促与会的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 （Ｍａｌｃｏｌｍ　Ｔｕｒｎｂｕｌｌ），“希望澳方继

续致力于为外资提供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② 同年１０月２８日，

针对德国限制中国企业并购的政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呼吁， “希望有关国

家能够为中国企业赴当地投资提供公平环境”。③ 同月底，中国外长王毅在会

见法国外长艾罗 （Ｊｅａｎ－Ｍａｒｃ　Ａｙｒａｕｌｔ）时，专门就外界对中国投资环境以及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一些议论做出澄清，并强调 “简单地以高度发达国家的

标准来判断和衡量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环境，缺乏科学性和可比性”。④ 围绕投

资环境的争论，既反映出双方对何为合理的投资环境缺乏共同的认识，也反

映出关于经济发展的主流意见的分歧，双方不仅试图进一步打开他国的国内

市场，也在进行全球层面的发展经验的示范。

尽管投资保护主义的兴起是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一个突出现象，

但２０１６年初以来中国和西方国家围绕彼此投资环境做出的官方回应仍然令

人印象深刻。随着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日渐增多，原本以贸易关系为核心的中

国对外经济关系逐渐拥有了新的动能。这种动能本是中国日渐融入全球进程

的必然，但围绕投资环境引发的争议却反映出不同利益主体对何为更适当的

开放发展的不同理解。至少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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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主流思想，一贯主张政府最小化、贸易投资自由化以及尽可能地去除管

制等，但这一类以 “华盛顿共识”为主旨的改革方案在拉丁美洲、撒哈拉以

南以及东欧地区的实践基本上是失败的。目前中外围绕投资环境的争论，实

际上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式微的一种体现，原因在于此轮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

发展是在不遵循西方主流意见的条件下实现的。尽管在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以

前，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东亚经济体的发展被普遍认为背离 “华盛顿共识”，

但这种认识还很难被西方主流学术界认可。金融危机以后，随着西方中产阶

层对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贫富差距问题的几近绝望，有研究认为，中产阶级的

萎缩是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并行而至的。① 西方世界内部展开了对新自由主

义的重大反思，英国脱欧和特朗普 （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当选美国总统都被认为

是对新自由主义的背离，而学术界的代表性事件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于２０１６年６月发表的 《新自由主义：过度售卖》，该文认为，那些

尊崇ＩＭＦ指导而放松了金融管制的国家的经济表现很差。②

在国际金融机构中，世界银行与ＩＭＦ齐名。１９８９年提出 “华盛顿共识”

一词的约翰·威廉姆森 （Ｊｏｈ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于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年担任世界银行

负责南亚的首席经济学家，为这一理念的传播立下了功劳。不过，由于世界

银行将自身的目标定位于减贫，特别是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致力于做

一个 “知识银行”，因而减弱了人们对它的批评。实际上，真正推动全球贫

困人口大幅度下降的恰恰是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的中国。尽管如此，世界银

行董事会的核心理念仍然是新自由主义的，只不过在 “范式维系”过程中客

观上发挥了专业知识的效力。③ 特别是在向全球传播新自由主义范式的投资

环境评估中，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简称ＤＢ）发挥了

标杆性作用。但目前国内对该项目的起源、特性及其不足的分析极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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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外资流入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对外投资迅速发

展的新兴大国，这表明中国的海外利益在急剧扩展，需要关注影响自身利益

的海外投资环境。投资的法律环境是投资环境的重要一环，更是中国主要的

投资目标地———发展中国家需要尤其重视的领域。因此，中国需要深入研究

世界银行发布的、影响较为广泛的对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进行评估的营商环境

报告。国外学者对ＤＢ从基本假设、指标构成以及数据搜集和处理方法等诸

多方面进行了广泛研究，现已基本对ＤＢ数据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达成积

极的共识，但在有关ＤＢ的质量和应用方面尚存争议。本文认为，ＤＢ存在

一个将投资者和东道国的政企关系同质化的假设，未能反映出发展阶段不同

的国家的多元需求和投资者的差异化利益。因此，一方面，ＤＢ在改革中应

当更加重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在指标和数据的搜集与处理中给予考虑；

另一方面，各国在营商环境改革中应充分认识到ＤＢ作为一个中性的基准工

具的性质，更加看重ＤＢ提供的初始数据，避免单纯地提高ＤＢ排名的简单

方法，结合发展中国家监管质量普遍不高的实情，寻找适合自身企业发展的

改革突破口。

本文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通过系统评述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解释

新自由主义在金融危机后陷入困境的发展历程与根本原因。本文认为，自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初以来，新自由主义经历了两次发展潮流，分别被总结为 “华

盛顿共识”与 “后华盛顿共识”。对东亚地区而言，“华盛顿共识”早就不新

鲜了，但对 “后华盛顿共识”的认识与批判却不够深入。由于中国等东亚国

家是全球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因而也是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试图

加以改造的重点对象。但从实践来看，与以往一样并不成功。

本文第二部分回顾了新自由主义的第二波发展潮流如何从宏观转向微

观，即转向注重企业和家庭的经营环境，这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的衰退，表现

为不再那么自信，从价格、制度到治理，越来越重视本地化知识。第三部分

系统回顾了营商环境报告的基本内容与结构 （包括纳入的国家数量、指标内

容等）。第四部分综述了学术界对该项目的批评，特别是劳工指标如何消失、

管制本身的好处、指标体系的权重与国家规模等，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新自

由主义传播过程中不够注意的内容。第五部分总结了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

下一步改进的方向，特别是需要重视营商监管的质量问题，应认识到不同国

家的需求差异。最后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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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自由主义第二波与ＤＢ评估的起源

世界银行自２００３年底起每年发布营商环境报告，目前最新一版是２０１６
年１１月发布的 《营商２０１７》。① 该报告是世界银行集团推出的有关刺激私营

企业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的旗舰产品。它对各个经济体内部的营商环境监管

的质量进行横向比较，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关注，其提出的营商环境便

利度排名和改革建议，成为很多国家借以倒逼国内改革和吸引资本流入、推

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参考工具。② 在政策改革领域，从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６年，全

球范围内共有２４９９项营商监管改革与ＤＢ项目有关，这说明至少在营商环境

改革领域，ＤＢ已经成为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公共产品；在学界，世界银

行发布的１３份ＤＢ年度报告总共被引用次数达３３９次。③ 发展中国家开始逐

渐接受ＤＢ项目的价值和意义。但实际上，国际学界对该报告的批评却一直

未曾间断，特别是在其早期阶段。目前，国内学界对于该项目的研究甚少，

还处在基本情况的介绍阶段，尚未有系统的分析和数据运用的成果出现。④

ＤＢ是发达国家根据国内、国际形势发展，通过国际金融机构在发展领

域推销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产物，是代表了新自由主义最近发展阶段的一个特

色产物。西方世界在发展中国家推销和实验新理念的方式大体上具有三个特

点。第一，发达国家内部的变化是首要的驱动力，包括领导人更替、学术界

主流思潮的演变；第二，实验的地区是当时阶段国际矛盾和斗争领域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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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２０１６．
例如，印度总理莫迪 （Ｎａｒｅｎｄｒａ　Ｍｏｄｉ）曾于２０１４年声明要推动国内营商环境改革，力争使

印度的ＤＢ排名挤进全球前５０ （２０１４年排名第１３４位）。而早在２０１２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在 《关
于国家长期经济政策》中提出要提高俄在世界银行ＤＢ排名。从其他国际组织及其发布的报告来看，

ＤＢ也占一席之地。比如，ＤＢ的数据被 《世界竞争力年鉴》（Ｗｏｒｌ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全球竞
争力报告》（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和 《经济自由度指数》（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ｒｅｅｄｏｍ）等广泛
使用，是其部分指标的数据来源。

由笔者使用 “谷歌学术”（Ｇｏｏｇｌ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查询、统计各版ＤＢ报告被引用数据所得，时间
截至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９日０时。

目前国内的刊物上能够看到的介绍ＤＢ的论文只有两篇，分别为：曾斌、陈亚辉：《世界银
行 〈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引介———兼论法与金融分析方法的发展与局限》，载 《海南金融》２０１２年第

１０期，第７５～７８页；周泽辉：《法与金融发展———基于世界银行 〈全球营商环境报告〉的实证分
析》，载 《今日中国论坛》２０１３年第１２期，第７４～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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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第三，将理念和政策设计通过若干国际机构等相对客观的机构来推

行。ＤＢ的出台和发展，反映了西方大国国内政策的变化以及发展中国家经
济发展战略的调整，既与经济发展领域的主流思潮变化有关，也与世界银行
自身的身份定位和职能密不可分。

国际发展思想的变革有一个特定的条件，即主导发展思潮的发达国家发
生了变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先后在英美上台的撒切尔夫人和罗纳德·里
根纷纷采取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削弱政府公共职能、减税以及推动市场自

由竞争和私营企业发展。发达国家进行激进的改革，主要是因为二战以来的
主流经济理论凯恩斯主义已经不能解释和解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西方的经济滞
涨问题。发达国家的经济改革对世界其他地区具有深远影响。英美在国际金
融体系中的巨大影响力，使其能够控制美国的华尔街，并通过美国财政部以
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将这一套理念施之于国际发展领域，设定
给予发展中国家贷款和援助需进行宏观经济政策改革的前提条件，具体包括
减少货物、服务贸易和投资壁垒、私有化、去管制化和减少政府职能等。在

８０年代，标志性政策是世界银行为应对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债务危机
而推出的 “结构性贷款”，其实质是改变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１９８９年，

这一套在华盛顿的政策界形成的理论共识和政策主张，被约翰·威廉姆森概
括为 “华盛顿共识”。①

自 “华盛顿共识”这一说法推出后，世界各国与学术界的反应是不同
的。威廉姆森本人多次指出，他所概括的 “华盛顿共识”本意并不是指一种
特定的意识形态。② 威廉姆森总结的十项政策工具中，前三项被几乎所有的

经济学家所认可，而对其余的七项则存在着不同意见。威廉姆森认为，东亚
国家并不曾遵循 “华盛顿共识”中关于去管制化的要求，相反，各国政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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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Ｊｏｈ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Ｗｈａｔ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Ｍｅａｎｓ　ｂ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　Ｊｏｈ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ｅｄ．，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Ｈｏｗ　Ｍｕｃｈ　ｈａｓ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９０，ｈｔｔｐｓ：／／ｐｉｉｅ．ｃｏｍ／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ｐｅｅｃｈｅｓ－ｐａｐｅｒｓ／ｗｈａｔ－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ｍｅａｎｓ－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ｆｏｒｍ．

威廉姆森概括的 “华盛顿共识”包括以下十条具体建议：加强财政纪律；把政府开支的重
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 （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开展税制改革，

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实施利率市场化；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实施贸易自由化，

开放市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放松政府的管制；保护私人财产权。



　□ 当代亚太　

台了大量的产业政策。① 由于这一波发展思潮的变动与冷战的结束相互影响，

西方世界不仅没有认识到 “华盛顿共识”的缺陷，反而将冷战胜利归因于自

由主义的胜利，由此，“华盛顿共识”被上升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与古典

自由主义认可国家在某些领域发挥作用不同，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是唯一的

组织方式。② 华盛顿的政策圈进一步将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场推进到拉美和撒

哈拉以南非洲之外，特别是东欧地区，标志性项目是萨克斯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Ｓａｃｈｓ）

等人主导的 “休克疗法”。鉴于该地区经济增速并没有获得大幅度上涨，这

一改革方案现在看来也基本是失败的。由于新自由主义方案在东欧的实验也

不成功，华盛顿政策圈试图从学术界获取新的思想资源，重新包装 “华盛顿

共识”。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和发展思潮中 “法律转向”的出

现，③ 新自由主义认为，将发展的失败归结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文化和法

律，可以有效规避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

之所以没有像政策设计预期的那样好，原因不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出了问题，

而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有问题。尽管从积极意义上看，华盛顿政策圈认

识到各国国情的不同会影响到政策效果，等于承认了普适性教条的危险性，

但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华盛顿政策界认为，下一阶段国际金融机构和发展领

域应重点转向改革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和法律体系。有学者指出： “如果说旧

一代的发展模型认为走向增长和繁荣的路径有赖于建设有效率的市场，那么

新的正统性强调的是市场本身依赖于法治。”④

至９０年代后期，世界银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世界银

行推行的这套 “华盛顿共识”政策在拉美、撒哈拉以南地区以及东欧成效都

不明显，特别是与东亚地区发展业绩相比较更是如此。如表１所示，１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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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Ｊｏｈ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Ｗｈａ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Ｔｈｉｎｋ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Ｖｏｌ．１５，Ｎｏ．２，２０００，ｐｐ．２５１－２６４．
Ｋｅａｎ　Ｂｉｒｃｈ，“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Ｔｈｅ　Ｗｈｙｓ　ａｎｄ　Ｗ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ｓ…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Ｃｏｍｐａｓｓ，Ｖｏｌ．９，Ｎｏ．７，２０１５，ｐｐ．５７１－５８４；Ｌａｎｎｙ　Ｅｂｅｎｓｔｅｉｎ，Ｃｈｉｃａｇｏｎｏｉｍｉｃｓ：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Ｆｒｅ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ｔ．Ｍａｒｔｉｎ’ｓ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

Ｔｏｒ　Ｋｒｅｖｅｒ，“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Ｔｕｒｎ　ｉｎ　Ｌａｔ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Ｈａｒｖａｒ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５２，Ｎｏ．１，Ｗｉｎｔｅｒ　２０１１，

ｐｐ．２８８－３１９．
Ｉｂｉｄ．，ｐ．２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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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间，上述三个地区的经济增速基本上是全球垫底，而亚洲地区的经济

增速全球领先。２０００年以来，当上述三个地区逐渐抛弃 “华盛顿共识”后，

经济增速开始高于前２０年。正如有评论者所说：“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随

着非洲的失败和亚洲个别国家的成功，迫使世界银行将国家 ‘带回来’，尽

管仍然是不情愿的。”① 在这方面的一个早期尝试，是日本政府出资、由世界

银行出台了一份专门论述东亚经济增长的报告，产生了广泛影响。但１５年

后，东京大学教授伊藤隆敏 （Ｔａｋａｔｏｓｈｉ　Ｉｔｏ）却毫不客气地指出， “东亚的

经验被低估了……未来世界银行仍然要回到东亚来讨论成功的经验”。②

表１　世界各主要经济组别的经济增速 （％）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

世　界 ３．２　 ３．１　 ３．９　 ３．７

发达经济体 ３．１　 ２．７　 １．８　 １．８

新兴市场 ３．３　 ３．７　 ６．１　 ５．１

亚洲新兴市场 ６．８　 ７．２　 ８．１　 ７．０

欧洲新兴市场 ２．２　 １．８　 ３．９　 ３．３

拉美加勒比 ２．１　 ２．９　 ３．１　 ２．３

中东北非 ０．７　 ４．３　 ５．４　 ３．５

撒哈拉以南 缺失 ２．１　 ５．８　 ４．２

资料来源：ＩＭＦ，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ｍｆ．ｏｒｇ／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ｐｕｂｓ／ｆｔ／ｗｅｏ／２０１６／０２／。

另一方面，１９９５年６月担任世界银行行长的詹姆斯·沃尔芬森 （Ｊａｍｅｓ

Ｗｏｌｆｅｎｓｏｈｎ）将改造世界银行为 “知识银行”，增加贫困与有关发展的知识

供给作为世界银行的两大使命。沃尔芬森的计划得到了诺斯 （Ｄｏｕｇｌａｓｓ

Ｃ．Ｎｏｒｔｈ）和阿马蒂亚·森 （Ａｍａｒｔｙａ　Ｓｅｎ）的支持，并任命后来获得诺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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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Ｅｍｍａ　Ｍａｗｄｓｌｅｙ　ａｎｄ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Ｒｉｇｇ，“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ＩＩ：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ｉｅｓ”，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３，Ｎｏ．４，２００３，

ｐ．２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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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ａｈｉｄ　Ｙｕｓｕｆ，Ａｎｇｕｓ　Ｄｅａｔｏｎ，Ｋｅｍａｌ　Ｄｅｒｖｉ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ａｓｔｅｒｌｅｙ，Ｔａｋａｔｏｓｈｉ　Ｉｔｏ　ａｎｄ　Ｊｏｓｅｐｈ
Ｅ．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Ｄｅｃａｄｅｓ：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Ｌｏｏｋ　ａｔ　３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２００９，ｐ．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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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经济学奖的斯蒂格利茨 （Ｊｏｓｅｐｈ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担任首席经济学家，首次创建了

由首席经济学家担任高级副行长、并直接向行长负责的制度。斯蒂格利茨的
专长是信息经济学，他直接或间接负责了世界银行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的５份发
展报告，其观点一定程度上削弱了 “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基础。斯蒂格利茨
还有另一项经历是其他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所缺乏的，即他在担任该职位
之前，曾任职于克林顿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长期与美国财政部意见
不合，比其他人更了解世界银行的政治正确性及其与美国政府的关系。① 斯

蒂格利茨认为，“世界银行的立场更多反映了金融共同体和美国财政部的观
点，而不太考虑美国其他部门的观点，更不用说世界其他地区的想法”。②

据创建ＤＢ项目的西蒙·贾科夫 （Ｓｉｍｅｏｎ　Ｄｊａｎｋｏｖ）回忆，“尽管第一份
营商环境报告出版于２００３年底，但创建这个项目的团队却组建于３年前写
作 《世界发展报告２００２：建立市场体制》时，该报告的主题是由时任世界银
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斯蒂格利茨选定的”。③ 贾科夫认为，触动这个团队创建营
商环境报告的，除了当时发展思想领域的法律和制度转向，还有秘鲁经济学

家赫尔南多·德·索托 （Ｈｅｒｎａｎｄｏ　ｄｅ　Ｓｏｔｏ　Ｐｏｌａｒ）１９８９年的著作 《其他路
径》。该书主要基于索托对在秘鲁开办企业的一项调查发现，即各种管制对
商业开办和运营构成的巨大成本。④ 索托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家，也是一位实
践人士，他所领导的秘鲁自由与民主学会曾设计了秘鲁的行政改革，包括健
全并明确产权制度和保障体系、简化行政手续等，使得企业营商获得较大便
利，推动了秘鲁非正规企业数量的大幅减少。从渊源来看，索托的实验和改
革思想直接打击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世界银行在拉美推行的结构性贷款政策，也

印证了９０年代后期世界银行的观察，即制度比价格更为重要。但需要注意的
是，贾科夫等人实验营商环境报告的主要区域首先是苏联解体后的东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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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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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Ｄｅｃａｄｅｓ：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Ｌｏｏｋ　ａｔ　３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ｐｐ．１４０－１４１．

Ｊｏｓｅｐｈ　Ｅ．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ＵＮＵ－ＷＩＤ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１６／１，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ｐ．５．
Ｓｉｍｅｏｎ　Ｄｊａｎｋｏｖ，“Ｔｈｅ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Ｈｏｗ　Ｉｔ　Ｓｔａｒｔｅ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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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界主流思潮发生巨大变化时，世界银行内部的变革对营商环境报

告的产生也是极为重要的。２０００年，主管私营企业发展的副行长迈克尔·克

莱恩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Ｋｌｅｉｎ）组建了世界银行最初的投资环境项目组，坚持新自由

主义的经济发展思想，将政府的监管视为私营企业发展的阻碍，因而计划建

立一套评估全球范围内经济体营商便利度的指标体系，以推动经济体进行政

策或者法律改革等。与此同时，斯蒂格利茨被世界银行解职后，尼古拉斯·

斯特恩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Ｓｔｅｒｎ）于２０００年７月接任首席经济学家一职。“九一一事

件”后，斯特恩出版了 《一种发展的新战略》一书，提出了以改善投资环境

为核心的新发展战略。① 斯特恩曾于１９８８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讲学，此后又多

次到访过中国，他说从中国学到的是如何消除市场发展障碍的同时又不摧毁

现有的制度。斯特恩强调，在东欧和苏联地区，投资环境存在问题，企业深

受官僚的折磨，因此，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有必要推动以改变宏观经济状

况、加强治理和基础设施建设为目标的改革。他甚至指出，“在真实世界中，

改善投资环境是唯一最为重要的事情”。② 在世界银行此后的多份地区国别投

资环境评估报告中，斯特纳继续强调， “全球化带来好处的核心挑战在于改

善投资环境，即提供良好的产业监管，包括促进竞争、克制政府部门拖延无

效、打击腐败、改善基础设施……改善投资环境是削减贫困的核心要素”。③

此外，世界银行工作方式的转变也有助于该报告侧重于微观，而不是像

８０年代时侧重于宏观结构。２０００年，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 《穷人的声音》

曾询问全世界６万多名穷人：您认为如何才能摆脱贫困？所得到的答案非常

明确：不论是女性还是男性，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从自己的企业获得的收入

或通过受雇于其他企业而获得的收入上。要促进增长 （并确保穷人能够获得

增长的好处）就需要建立一种环境，使具有干劲和好主意的后来者 （不分性

别和民族）能够创立企业，使企业能够进行投资和获得增长，同时创造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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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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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业机会。①

营商环境报告也得到了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的支持和配合，

他出任行长之前就是国际投资银行家，出任行长后多次推动世界银行将工作

重点重新放到脱贫上，１９９９年更是提出了 “全面发展框架”（ＣＤＦ），其中就

包括关注私营部门发展和改善投资环境。２００５年，关注投资环境的世界发展

报告 《改善投资环境 促使人人受益》就是在他任内出台的。该报告明确将

世界银行的脱贫目标与改善投资环境相结合，提出 “私营企业……提供工作

机会、商品、服务等……对于经济发展和脱贫至关重要……而企业对社会的

贡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环境”。②

三、营商环境报告的构成与演变

从２００３年底发布第一份报告起到２０１６年底，世界银行已经发布了１４
份营商环境报告。ＤＢ报告的数据处理和发布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调查问卷

编写与散发、数据确认和处理、媒体宣传和报告发布。其中前两个阶段最重

要，ＤＢ项目的理论根基、思想精髓均体现于此，也是ＤＢ项目专家工作最

为集中的环节。本文拟从影响ＤＢ产生与发展的关键人物着手，根据ＤＢ报

告产生的流程介绍该项目。

（一）ＤＢ产生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人物

ＤＢ项目由世界银行集团全球指标局下属的营商环境项目组负责数据搜

集、研究和报告发布事宜。该项目由项目经理负直接责任，全球指标局局

长、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以及世界银行金融和私营部门发展网络主管负指

导责任，其中的关键人物除迈克尔·克莱恩和西蒙·贾科夫之外，还包括卡

拉里·麦克莱什 （Ｃａｒａｌｅｅ　ＭｃＬｉｅｓｈ）和奥古斯都·洛佩斯·克劳克斯
（Ａｕｇｕｓｔｏ　Ｌｏｐｅｚ　Ｃｌａｒｏｓ）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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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ＤＢ产生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人物

学者或官员 职　务 背景及研究领域

西蒙·

贾科夫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担任 ＤＢ项目经理，

也是 《２００２年世界发展报告》的主要
作者之一。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０９年７
月，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主
管金融和私营部门发展网络的副行

长。目前他仍是世界银行的知识和顾
问委员会成员。

１９９３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日内瓦学院获得经
济学学士学位，１９９５年在密歇根大学完成经
济学硕士学业，１９９７年在密歇根大学获得经
济学博士。在世界银行工作的１１年中，其
研究和工作领域包括北非区域贸易协定、转
型国家的企业重建和私有化、东亚的企业治
理以及全球范围内的监管改革。

卡拉里·

麦克莱什

ＤＢ的合作创始人之一，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
担任ＤＢ报告的项目经理；２０００年以青
年专家身份参加世界银行工作，是２００２
年世界发展报告的主要作者。

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

在墨尔本大学获得金融博士学位。主要著作
包括多篇与贾科夫合作的论文。

迈克尔·

克莱恩

从１９８２年到２００９年一直在世界银行
任职，截至２００９年一直是ＤＢ的总负
责人；２０００年任主管金融和私营部门
发展网络的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２００９年退休。

曾在德国波恩、美国纽黑文和法国巴黎学习，

并在德国波恩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主
要研究领域是新兴市场和外国援助的效用，

始终秉承推动私营企业发展而不是直接援助

最贫困国家更能带来经济增长的理念。

奥古斯都·

洛佩斯·

克劳克斯

２０１１年３月起担任全球指标与分析局
局长；２０１２年起担任ＤＢ报告项目经
理，至今一直是ＤＢ项目的总指导。

世界经济论坛的首席经济学家，全球竞争力
报告以及其他区域经济类报告的主要负责人

和编辑。他在英国和美国接受教育，在剑桥
大学学习数理统计，在杜克大学获得经济学
博士学位。他的研究范围较广，包括欧洲经
济一体化、竞争力决定因素、转型国家改
革、欧洲货币体系以及一系列影响新兴市场
的金融和宏观经济事务。

　　资料来源：由笔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ＤＢ项目的关键人物均属于学者型官员，具有浓厚的西方教育背景，这

反映了目前在世界银行知识输出领域的西方主导局面。但他们的研究对象基

本上是发展中国家，其中尤以转型国家为重点 （西蒙·贾科夫最明显），研

究领域也多集中在法律与经济关系领域。这既说明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援

助机构，世界银行在知识输出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特有问题的关注，也说明从

法律和制度的角度来为经济发展寻找动力的研究路径在世界银行的深刻影

响。迈克尔·克莱恩在担任世界银行主管金融和私营部门发展网络的副行长

时发起并推动组建了ＤＢ项目。他同其他许多世界银行高管一样关注减贫，

但他并不主张通过单纯的援助方式，而是强调私人资本的重要性。他曾撰文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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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外商直接投资类的私人资本流动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和减贫，部分是因
为其推动了技术和技巧的转移，部分也是因为私人资本对于能够确保其资源
合理配置和小心监管的市场比较敏感。而援助并不会自动促使资源流动和政
府遵循这些规律，因而很难有效配置资源。这意味着援助机构通过学习如何
促使私人资本有效流动，可以为穷国带来更好的帮助。①

西蒙·贾科夫、卡拉里·麦克莱什和哈佛大学的安德鲁·施莱弗
（Ａｎｄｒｅｉ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则作为专家学者通过一系列相关研究的积累，对ＤＢ项目
思想的搭建和指标体系的构造做出了主要贡献。② 其中西蒙·贾科夫的资历
最深，其研究的重点从未脱离有关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与发展
问题。他不仅在世界银行内部专门负责过有关东亚、东欧中亚方向的经济研
究，还先后担任过保加利亚财政部长和副总理 （在他任职内推动了包括削减
公共支出和税收在内的改革，并大力简化行政部门体系）。他与安德鲁·施
莱弗、卡拉里·麦克莱什的很多研究成果均与ＤＢ的思想和指标构建思路密
切相关，涵盖了ＤＢ指标中的 “开办企业”“办理破产”“跨境贸易”“获得信
贷”“雇佣工人”“纳税”“执行合同”“保护少数投资者”等内容。③ 他们的
多篇文章被引用次数在１０００次以上。总体而言，西蒙·贾科夫坚持 “小政
府”，否认有关政企关系的公共利益理论的合理性，并为 “掠夺性捕获理论”

辩护。贾科夫等人认为，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政府和官员的私利给企业的运
营带来了压力，政府运作以及法律的形式主义等对企业经营活动的过度干预
造成了普遍的腐败与低效，因而主张 “去监管化”。

奥古斯都·洛佩斯·克劳克斯更加关注发展中国家的腐败问题，注重从
政府在社会资源分配中的角色错配出发研究腐败的根源和企业营商环境的局

限。他曾验证腐败多来源于政府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不合理的重要地位，指
出政府部门作为理性的行为体，有自利倾向，在资源分配缺乏透明度、自由
裁量权广泛存在等情况下容易导致腐败。克劳克斯利用２０１４年营商便利度
指数排名与２０１２年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进行散点图回归，发现二者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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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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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后来施莱弗等人被美国政府指控卷入俄罗斯股票市场的腐败案。

这一领域开创性的研究是２００２年由西蒙·贾科夫等多人合作完成的 《进入的规制》一文。

参见 Ｓｉｍｅｏｎ　Ｄｊａｎｋｏｖ，Ｒａｆａｅｌ　Ｌａ　Ｐｏｒｔａ，Ｆｌｏｒｅｎｃｉｏ　Ｌｏｐｅｚ－Ｄｅ－Ｓｉｌａｎｅｓ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ｉ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ｔｒｙ”，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１１７，Ｎｏ．１，２００２，ｐｐ．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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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呈正相关。因此，在其提出的反腐败改革建议中，主体内容便是去除政府

系统中有关营商环境的繁文缛节、简化监管和削减不必要的津贴等诸如此类

可以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介入的部分。①

（二）ＤＢ数据类型和数据搜集

１．ＤＢ数据类型

ＤＢ报告收录了两类数据和指标：一类是 “法律得分指标”，如有关投资

者保护、借款人与贷款人法律权利的指标，为书面的法律和法规条文提供了

一种衡量标准。某些领域的财产权和投资者保护力度越大，如对关联方交易

的披露要求越严格，ＤＢ报告给出的分数就越高；另一类是 “时间和运行指

标”，如有关开办企业、登记财产和办理施工许可证等指标。这些指标从企

业主的视角，记录根据相关监管规定完成一笔交易所需的程序、时间和成

本，进而考量监管目标实现过程的效率和复杂程度。企业与外部 （如政府机

构）之间的任何互动都算作一个程序。在官方收费清单适用的情况下，则基

于这些清单的记录概算成本。

２．ＤＢ数据搜集

ＤＢ数据的本源是各经济体内部根据法律或规章所制定的营商监管信息，

监管对象是本地中小企业，调查获取数据的对象主要是行业律师、会计师、

法官和政府官员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同时也依赖于知名咨询公司或者协会的

合作等。项目调查涵盖的经济体数目从最初的１３３个扩大到目前的１９０个，

囊括世界绝大部分经济体 （见图１）。

在２０１３年以前，项目调查只选取经济体内最大商业城市的数据，之后，

对于人口在１亿以上的经济体选取其两个最大商业城市的数据 （２０１３年符合

此条件的经济体包括中国、印度、美国、尼日利亚、孟加拉国、印度尼西

亚、墨西哥、日本、俄罗斯、巴基斯坦、巴西）。

３．ＤＢ指标体系及其比较分析

ＤＢ的指标体系从最初的５个指标发展到最多时期的１２个，再到劳动力

相关指标被移除便利度计算公式，表明ＤＢ的评估体系是动态变化的。

—１３１—

① Ａｕｇｕｓｔｏ　Ｌóｐｅｚ　Ｃｌａｒｏｓ，“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Ｉｍｐ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Ｖｏｌ．６，Ｎｏ．１，

２０１５，ｐｐ．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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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营商环境报告涵盖的经济体数量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历年ＤＢ报告整理。

　　 表３　ＤＢ指标体系变化

指　标 年　份 指标体系演变

开办企业 ２００４
手续 （个）、时间 （天）、成本 （美元、％人均收入）、最低资本要求
（％人均收入）

雇佣工人

２００４
雇佣灵活性指数 （０～１００）、雇佣条件指数 （０～１００）、解雇灵活性指
数 （０～１００）、就业法律指数 （０～１００）

２００５
雇佣难度指数 （０～１００）、工时刚性指数 （０～１００）、解雇难度指数
（０～１００）、雇佣刚性指数 （０～１００）、解雇成本 （周）

２００６ 增加 “雇佣成本 （％工资）”指标

２００７ 改 “雇佣成本 （％工资）”指标为 “无工资劳工成本 （％工资）”指标

２００９ 剔除 “无工资劳工成本 （％工资）”指标

２０１１ 一级指标 “雇佣工人”被剔除营商便利度计算公式

２０１２ 剔除 “雇佣刚性指数 （０～１００）”指标

２０１５ 增加 “社会保障机制及福利、劳动争议解决”指标

２０１６ 雇佣、工时、裁员、裁员成本、工作质量

执行合同

２００４ 手续 （个）、时间 （天）、成本 （美元、％人均收入）、程序复杂指数 （０～１００）

２００５ 手续 （个）、时间 （天）、成本 （％债务）

２０１６ 剔除 “手续”指标，增加 “司法程序质量 （０～１８）”指标

获得信贷

２００４
公共信贷登记处覆盖面 （借方／１０００人）、公共信贷登记处覆盖范围指数
（０～１００）、私营信贷社覆盖面 （借方／１０００人）、贷方权利指数 （０～４）

２００５

抵押成本 （％人均收入）、法律权利指数 （０～１０）、信贷信息指数
（０～６）、公共信贷登记处覆盖面 （借方／１０００成人）、私营信贷社覆盖
面 （借方／１０００成人）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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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
去除 “抵押成本”指标，将 “信贷信息”指标更新为 “信贷信息深度
（０～６）”指标

２０１５

将 “公共信贷登记处覆盖面 （借方／１０００成人）、私营信贷社覆盖面
（借方／１０００成人）”指标更新为 “信贷登记处覆盖面 （％成人）、信贷
社覆盖面 （％成人）”

获得电力
２０１０ 手续 （个）、时间 （天）、成本 （％人均收入）

２０１６ 增加 “供电可靠性以及电费透明度 （０～８）”指数

关闭企业

２００４
时间 （年）、成本 （％财产）、绝对优先权保留 （０～１００）、效用指数
（０、１）、破产目标指数 （０～１００）、法庭权力指数 （０～１００）

２００５ 破产时间 （年）、破产成本 （％资产）、回收率 （％债务额）

２０１２ 将 “关闭企业”改为 “办理破产”

２０１５ 增加 “破产框架力度 （０～１６）指数”

跨国贸易

２００６
出口文件 （个）、出口签字 （个）、出口时间 （天）、进口文件 （个）、

进口签字 （个）、进口时间 （天）

２００７
剔除 “进出口签字”指数，增加 “进口成本 （美元／集装箱）”和 “出
口成本 （美元／集装箱）”指数

２０１６

出口耗时 （小时）（单证合规）、出口耗时 （小时）（边界合规）、出口
成本 （美元）（单证合规）、出口成本 （美元）（边界合规）、进口耗时
（小时）（单证合规）、进口耗时 （小时） （边界合规）、进口成本 （美
元）（单证合规）、进口成本 （美元）（边界合规）、国内运输成本 （进
口）（美元）、国内运输耗时 （进口） （小时）、国内运输成本 （出口）
（美元）、国内运输耗时 （出口）（小时）

纳　税
２００６ 指数构成：纳税 （次）、时间 （小时／年）、总税负 （％毛利）

２００７
总税负计算中剔除了消费税，增加了雇主为劳工负担的所有税负；总
税负以税负／商业利润 （净利润）得出

保护投资者

２００５ 披露指数 （０～７）

２００６
披露指数 （０～１０）、主管责任指数 （０～１０）、股东诉讼指数 （０～１０）、

保护投资者指数 （０～１０）

２０１５
将 “保护投资者”更新为 “保护少数投资者”、调解纠纷指数 （０～
１０）、股东治理指数 （０～１０）、少数投资者保护力度指数 （０～１０）

登记财产
２００５ 手续 （个）、时间 （天）、成本 （％资产）

２０１６ 增加 “土地管理质量指数 （０～３０）”

申请许可

２００６ 手续 （个）、时间 （天）、成本 （％人均收入）

２００９ 将 “申请许可”更新为 “获得建筑许可”

２０１５ 将 “成本 （％人均收入）”更新为 “成本 （％仓库价值）”

２０１６ 增加 “建筑质量控制指数 （０～１５）”

注：所列时间为纳入该指标时的报告年份。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历年ＤＢ报告整理。

—３３１—



　□ 当代亚太　

自２００５年起，ＤＢ报告将经济体按照营商便利程度排名，排名越高表示

营商环境越好。便利度指数排名由经济体各个一级指标排名的简单算数平均

得出。自２０１５年起，营商便利度开始采用前沿距离水平方法计算。前沿距

离代表ＤＢ报告所覆盖的所有经济体自２００５年以来在每个指标上曾达到的最

高水平，１００为最优，０为最差，由各个指标的实际数值距离最高水平的距

离，计算各指标的最终分值。①

综合排名的成绩是由十个大指标以及大指标下的二级指标 （部分二级指

标下还有三级指标甚至四级指标）距离前沿水平的分数决定的。这样计算得

出的营商便利度能够反映出各个经济体历史上在各个指标上绝对改进或者倒

退的程度。每个大指标的数值由其二级指标的平均数构成，十个大指标值的

平均数即为经济体综合分值。因此，每个大指标的权重是一样的，而大指标

下的所有二级指标权重也基本相同。对于考察城市数量为两个的经济体，各

个指标的值根据两个城市的人口数量进行加权平均后得出。

表４列出了２０１６年中国和新加坡各项指标的得分及排名情况。其中，

中国的各项数据由上海和北京两地的数据平均得出，而新加坡由于人口少于

一亿，故每项指标只取新加坡市的数值。由表４可知，中国和新加坡在 “开

办企业”一级指标下的 “手续”指标数据分别为１１和３，而同期ＤＢ记录的

该项指标前沿距离水平为１，最差水平是１８，根据０ （最差）～１００ （最好）

进行折合计算，中国和新加坡在该项指标上的前沿距离得分分别为４１．１８和

８８．２４。依此类推，将各项二级指标分值计算出来后进行简单平均即得出经

济体 “开办企业”的前沿距离分值，中国为７７．４６，新加坡为９６．４９。各个

一级指标的平均分值即是该经济体的总体前沿距离分数，ＤＢ即以此进行营

商便利度排名。其中，中国整体排名第８４，新加坡第１。在平均值处理方式

下，中国在 “执行合同”上的优异表现 （排名第７）以及新加坡在 “跨国贸

易”上的较差表现 （排名第４１）均不能通过营商便利度排名或者整体前沿距

离分数体现出来。

—４３１—

① 前沿距离分数计算公式为：ＤＴＦ＝ （ｗｏｒｓｔ－ｄ）／ （ｗｏｒｓｔ－ｆｒｏｎｔｉｅｒ），其中ＤＴＦ为前沿距离
分值，ｗｏｒｓｔ为该指标最差水平数据，ｄ为经济体该指标数据，ｆｒｏｎｔｉｅｒ为该指标前沿水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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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ＤＢ２０１６年指标构成与中国、新加坡的得分与排名情况

ＤＢ指标体系 经济体得分与排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Ｃ　 Ｓ
Ｒａｎｋ
Ｃ：８４
Ｓ：１　

ＤＴＦ
Ｃ：６２．９３
Ｓ：８７．３４

开办企业

手续 （个） １１　 ３

时间 （天） ３１．４　 ２．５

成本 （％人均国民收入） ０．７　 ０．６

最低实缴资本

（％人均国民收入）
０．０ ０．０

Ｃ：１３６
Ｓ：１０　

Ｃ：７７．４６
Ｓ：９６．４９

办理建筑

许可证

手续 （个） ２２　 １０

时间 （天） ２４４．３　 ２６

成本 （％仓库价值） ７．２　 ０．３

建筑质量控制指数

（０～１５）

建筑法规质量 （０～２）

施工前质量控制 （０～１）

施工中质量控制 （０～３）

施工后质量控制 （０～３）

责任和保险制度 （０～２）

专业认证 （０～４）

９　 １４

Ｃ：１７６
Ｓ：１　

Ｃ：４８．２９
Ｓ：９２．９７

获得电力

供应

手续 （个） ５．５　 ４

时间 （天） １４３．２　 ３１

成本 （％人均国民收入） ４１３．３　 ２５．９

供电可靠性

以及电费

透明度指数

（０～８）

每个消费者每年承受的

断电的时长和频率 （０～３）

报告及修复断电

的系统 （０～２）

监督管理 （０～１）

减少断电的

财政手段 （０～１）

对于电费

及其变化的告知 （０～１）

６　 ８

电价 （未被纳入便利度
计算）

Ｃ：９２
Ｓ：６　

Ｃ：６８．６６
Ｓ：９４．３４

—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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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财产

手续 （个） ４　 ４

时间 （天） １９．５　 ４．５

成本 （％财产价值） ３．４　 ２．９

土地管理质量 （０～３０）

设施可靠性 （０～８） １７　 ２６．５

信息透明度 （０～６）

地理覆盖 （０～８）

土地争议解决指数 （０～８）

Ｃ：４３
Ｓ：１７

Ｃ：７５．０２
Ｓ：８５．６６

获得信贷

合法权利力度指数

（０～１２）
４　 ８

信贷信息深度指数

（０～８）
６　 ７

信贷社覆盖面

（％成人）
０．０　 ５８．６

信贷登记处覆盖面

（％成人）
８９．５　 ０．０

Ｃ：７９
Ｓ：１９

Ｃ：５０．００
Ｓ：７５．００

保护少数

投资者

调解纠纷指数 （０～１０）

披露程度指数 （０～１０）

董事责任程度指数

（０～１０）

股东诉讼便利度指数

（０～１０）

５．０　 ９．３

股东治理指数

（０～１０）

股东权利指数 （０～１０）

所有权和管理控制指数

（０～１０）

公司透明度指数 （０～１０）

３．７　 ７．３

少数投资者保护力度指数

（０～１０）
４．３　 ８．３

Ｃ：１３４
Ｓ：１　

Ｃ：４３．３３
Ｓ：８３．３３

纳　税

缴税 （次／年） ９　 ６

时间 （小时） ２６１　 ８３．５

总税率 （％商业利润）

利润税 （占利润百分比）

劳动税及缴付 （占利润
百分比）

其他税 （占利润百分比）

６７．８　 １８．４

Ｃ：１３２
Ｓ：５　

Ｃ：６４．４６
Ｓ：９６．５６

—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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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贸易

出口耗时 （小时）
（单证合规）

２１．２　 ４

出口耗时 （小时）
（边界合规）

２５．９　 １２

出口成本 （美元）
（单证合规）

８４．６　 ３７

出口成本 （美元）
（边界合规）

５２２．４　 ３３５

进口耗时 （小时）
（单证合规）

６５．７　 １

进口耗时 （小时）
（边界合规）

９２．３　 ３５

进口成本 （美元）
（单证合规）

１７０．９　 ３７

进口成本 （美元）
（边界合规）

７７６．６　 ２２０

国内运输耗时 （小时）
（进口）

６．７　 １

国内运输成本 （美元）
（进口）

３１９．６　 ２１４

国内运输耗时 （小时）
（出口）

６．７　 ２

国内运输成本 （美元）
（出口）

３０６　 ２１２

Ｃ：９６
Ｓ：４１

Ｃ：６９．１３
Ｓ：８９．３５

执行合同

时间 （天） ４５２．８　 １５０

成本 （％标的额） １６．２　 ２５．８

司法程序质量 （０～１８）

法院结构和诉讼程序指数

（０～５）
１４．１　 １５．５

案件管理指数 （０～６）

法院自动化指数 （０～４）

替代性纠纷解决指数

（０～３）

Ｃ：７
Ｓ：１

Ｃ：７７．５６
Ｓ：８４．９１

—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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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破产

时间 （年） １．７　 ０．８

成本 （％资产） ２２　 ３

回收率 （％债务额） ３６．２　 ８９．７

破产框架力度 （０～１６）

启动程序指数 （０～３）

管理债务人资产指数

（０～６）

重整程序指数 （０～３）

债权人参与指数 （１～４）

１１．５　 ８．５

Ｃ：５５
Ｓ：２７

Ｃ：５５．４３
Ｓ：７４．８３

劳动力

市场监管

雇　佣

工作时间

裁员规则

裁员成本

工作质量

注：Ｃ指中国；Ｓ指新加坡；Ｒａｎｋ指２０１６年营商便利度排名；ＤＴＦ指２０１６年前沿距离水平分
数；“劳动力市场监管”指标未被纳入营商便利度计算。
资料 来 源：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２０１６：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四、世界银行以及学界对ＤＢ的研究概况

ＤＢ项目的兴起立足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大量的有关法律、制度与经
济发展的研究，因此具有浓厚的制度经济学色彩，同时在项目早期主要关注
“去监管化”，因而具备新自由主义倾向。至少就目前ＤＢ的思想路径而言，

同时关注企业运营面临的监管质量和效率已成共识。２００９年的ＤＢ报告明确
指出：“营商环境报告的根本前提是：经济活动需要良好的规则，其特征是
能够建立和界定财产权，减少解决冲突的成本，提高经济往来的可预测性，

并为合同伙伴提供制止有害行为的核心保护规则；其目标是：制定高效率的
监管规则，提供给所有需要使用监管规则的人，并且要简单而便于实施。”①

—８３１—

①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２００９，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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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银行集团自身的ＤＢ研究

世界银行集团内部对于ＤＢ的研究既包括ＤＢ项目自身的团队研究，也包

括世界银行其他机构，特别是负有独立审查责任的独立评估机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以下简称ＩＥＧ）的研究。ＩＥＧ于２００８年发布的 《营商报告：

独立评估———考察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营商环境指标》①，对于营商环境

评估指标的构成、解释范围、数据采集乃至指标解释背后的理论假定等提出了

系统的批评。对此，ＤＢ项目基本上都结合自身的研究直接或间接地进行了回
应，也逐步明确了自身的考察对象范围和讨论问题的领域。

ＤＢ在２００３年的第一份报告中就明确了其考察的范围，即从经济发展的

微观层面分析企业发展面临的制度因素，② 而并不考察诸如宏观经济稳定、

金融系统状态、劳动力技能、腐败、市场规模、安全等这些对投资也很重要

的因素。至于ＤＢ方法论其他方面的缺陷，２０１６年的ＤＢ报告做出了最新的

总结 （见表５）。

表５　ＤＢ项目组对自身优劣的总结

特　征 优　点 缺　点

使用标准化案例
方法论透明而且确保不同

经济体数据的可比性

减少数据涵盖范围；只能分析特定领域的改革
措施

关注最大商业城市
数据搜集工作高效低廉；

实现数据可比性

如果经济体内不同地域监管差异大，就会丧失数
据的代表性

关注内资企业和

正规部门

关注与法律监管相关的、

企业最具生产力的正规

部门

无法反映存在大量非正规部门的经济体情况；也
无法反映外资面临区别对待的情况

依赖专家反馈

确保数据反映那些对衡量

的交易流程最熟悉的专家

的意见

结果不能反映企业家面临的多样经验

关注法律法规

确保指标的灵活性，因为
法律法规是决策者可以改

变的因素

无法反映法律法规实施有限的经济体的情况，监
管变化也未能完全包括所需要的结果

资料 来 源：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２０１６：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ｐ．２２。

—９３１—

①

②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ＩＦＣ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２００８，

ｈｔｔｐ：／／ｉｅｇ．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Ｄａｔａ／ｒｅｐｏｒｔｓ／ｄｂ＿ｆｔｂ．ｐｄ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　２００４：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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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ＩＥＧ也对ＤＢ的假设———企业受到的法律和政策监管越优良，

其发展就越快，因而越有利于宏观经济发展———表示了异议，认为对于企业

个体有利的监管环境未必有利于整体社会经济发展。ＩＥＧ还认为，ＤＢ对各

个指标赋予相同权重的做法欠妥，因为监管的不同方面对于收入、法律体系

及其他方面不同的经济体来说，其重要性不同；同时，由于各经济体都有自

身的特殊性，ＤＢ营商便利度排名在统一的标准上比较各个经济体监管环境

的优劣，并不能很好地概括经济体整体的投资环境特点。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蒂莫西·贝斯利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Ｂｅｓｌｅｙ）曾于２０１３年担

任世界银行ＤＢ审查委员会成员，目前担任 ＤＢ顾问委员会成员。他曾于

２０１５年撰文对ＤＢ进行评价。① 尽管贝斯利总体上对ＤＢ的方法论、评估结

果及影响力持积极的态度，但他也认识到外界对ＤＢ数据收集方式 （包括面

向中小企业、仅涵盖一个城市、假设标准营商情景等）能否反映经济体内部

的真实营商环境，是否应该做出总体性的排名以及去管制化倾向等方面存在

很多质疑。贝斯利指出，ＤＢ确实存在不能更具体地反映国别营商环境、指

标解释欠缺等缺点，但他否认ＤＢ具有明显的反对监管倾向。

作为第一个横向跨国别、跨时间比较各经济体营商环境的尝试，ＤＢ为

讨论各经济体营商环境、推动改革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益知识，具体包

括灵活可调整的方法论、透明且按年度公布的报告、提供了发展的知识等优

点。此外，贝斯利也提醒各经济体，简单地为了提高ＤＢ排名而改革，不顾

本国发展的实际状况、具体需要以及其他层面 （法规之外）的要求，是一种

幼稚的做法，不是正确对待ＤＢ的态度。贝斯利的研究基本上综合了世界银

行对于ＤＢ的基本态度，也囊括了学界对于ＤＢ研究的基本层面，即三大问

题：其一，ＤＢ数据是否与经济效益 （以投资与经济增长计）呈显性相关？

其二，ＤＢ是否正确评估了政府监管质量？其三，ＤＢ是否全面评估了营商

环境？

（二）学界对ＤＢ的研究

除了世界银行集团自身对ＤＢ的研究外，其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或者

涉及ＤＢ数据的研究基本未超出贝斯利的研究所揭示的三大问题，尽管有程

—０４１—

①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Ｂｅｓｌｅｙ，“Ｌａｗ，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Ｖｏｌ．２９，Ｎｏ．３，２０１５，

ｐｐ．９９－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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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广度的差别。总体而言，学界对于ＤＢ的研究基本支持了ＤＢ存在的理

论和现实基础。

１．ＤＢ与社会经济效益

自２００３年底第一份ＤＢ报告发布起，对于ＤＢ的项目结论以及改革建议

的社会经济效益问题就是学界讨论的重点。学者们的研究方法以定量方法为

主，而关于研究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即ＤＢ数据和社会经济效益，学者们处

理的方式存在很大差异。一般而言，被考察过的ＤＢ数据包括营商便利度排

名、部分一二级指标和相关改革建议等；而作为因变量的社会经济效益则包

括经济增长率、就业率、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和企业数量变化等。

在学界使用计量方法对ＤＢ数据与特定社会经济效益指标进行相关性检

验或回归的已有研究中，多数认为ＤＢ有一定成效。① 具体而言，一国ＤＢ指

数和营商便利度的提高有助于该国吸引更多的外资和促进经济增长，ＤＢ所

评估的经济体营商环境监管的 “质量”高低确实与社会经济效益存在正相

关。但就已有的研究来看，存在部分指标的效益不明显、部分国家的数据回

归结果不明显以及部分ＤＢ改革造成消极影响等问题。②总之，从目前已有的

研究来看，营商环境报告与外资流动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③

鉴于梳理的文献所用的数据和方法并没有致命的错误，说明已有研究至

—１４１—

①

②

③

较早的研究并不完全支持ＤＢ的假设。布兰切特 （Ｄｉｄｉｅｒ　Ｂｌａｎｃｈｅｔ）将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６年的

ＤＢ各项指标的数据 （包括２００６年的总体便利度数据）与相关经济体的人均ＧＤＰ增长、人类发展指
数、外商投资量和投资率进行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ＤＢ指标数据与经济体人类发展指数显著相
关，与人均ＧＤＰ增长的相关系数较低，与其他指标则无显著相关关系。该研究结论对于ＤＢ的理论
基础非常不利。但笔者认为，仅仅依靠两年的数据 （无法进行合理的纵向比较，横向比较也缺乏说
服力）就 得 出 ＤＢ 数 据 与 经 济 增 长 弱 相 关 的 结 论 未 免 缺 乏 说 服 力。参 见 Ｄｉｄｉｅｒ　Ｂｌａｎｃｈｅｔ，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０５ａｎｄ　２００６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ＡＥＤ－ＥＡＬ－２００６－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Ｎａｎｔｅｒｒ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éＰａｒｉｓ　１０，２００６。

Ａｄｒｉａｎ　Ｃｏｒｃｏｒａｎ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ｉｌｌａｎｄｅｒ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ｓｅ　ｏｆ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１５１，Ｎｏ．１，２０１２，ｐｐ．１０３－１２６．

得出类似结论的研究还有很多。参见 Ｍａｒｅｋ　Ｈａｎｕｓｃｈ，“Ｔｈｅ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Ｒｅｆｏｒｍ”，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６１７６，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２０１２；Ｍａｒｉｅ　Ｒ．Ｇｕéｖｅｌ　ａｎｄ　Ｄ．Ｊｏｕｒｄ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ｓ　Ｅａｓｅ　ｏｆ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ａｎｋｉｎｇｓ：Ｄｏ　ｔｈｅｙ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ｉｎｔｏ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ｆｌｏｗｓ？”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Ｖｏｌ．２４，Ｎｏ．３，２０１１，ｐｐ．４３０－４４１；Ｐｏｎｔｕｓ
Ｂｒａｕｎｅｒｈｊｅｌｍ，Ｓａｍｅｅｋｓｈａ　Ｄｅｓａｉ，Ｊｏｈａｎ　Ｅ．Ｅｋｌｕ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ｉｒｍ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０，Ｎｏ．１，２０１５，ｐｐ．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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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可以得到初步结论，即ＤＢ的各项指标的社会经济含义是不同的；而对于

不同的经济体来说，ＤＢ数据与社会经济效益的相关性检验结果存在差异，

也说明经济体以及投资者对于营商环境评估抱有不同的期待。这些构成我们

进一步研究ＤＢ的基础。

２．ＤＢ能否正确评估营商环境

ＤＢ在评估营商环境的质量时，借用经济计量学的概念 “拟合优度”来

解释，“拟合优度”越接近１越好，即ＤＢ的数据能够完全反映经济体营商环

境监管的真实质量。学界对ＤＢ评估质量的批评研究较多，关注点从个别指

标概念、数据处理到指标范围甚至考察的企业对象。但总体来看，学界对

ＤＢ项目的批评几乎全部集中在ＤＢ指标和衡量方法存在简单化倾向这一问

题上，既包括忽视监管存在的大环境影响因素、监管的效用和监管政策的执

行效果，也包括忽视除手续和时间之外其他发生在企业营商活动中的成

本等。

除世界银行自身对ＤＢ报告的考察外，学界也出现了利用ＤＢ数据进行

的国别比较研究。有学者对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ＤＢ报告中
“开办企业”和 “执行合同”数据与实际监管信息和资料进行了比较，认为

尽管ＤＢ为横向比较经济体监管方面的优劣提供了统一的方法，但其过分重

视营商监管效率而忽视了这些监管要求所赖以存在的制度大环境，如腐败、

司法和行政审查效率等，当然也包括除了手续数量之外，企业在日常经营中

在执行相关程序的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他们以中国和澳大利亚开办企业时

的商标登记为例，指出中国尽管在登记品牌或者商标时要求较多 （因而被

ＤＢ认定为 “繁文缛节”），但却因为能较快防止商标重复或者涉嫌侵权，因

而对企业造成的额外成本相比澳大利亚的企业要小。①

更为有力的批评来自于西班牙学者贝尼特·阿纳达 （Ｂｅｎｉｔｏ　Ａｒｒｕｎａｄａ），

他明确反对ＤＢ “只重视监管给企业造成的成本，而忽视监管减少企业交易

成本的效用”。② 阿纳达指出，尽管ＤＢ成功地在世界范围内将营商环境改革

提上议事日程，但其过分关注企业营商的初始成本 （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政府

—２４１—

①

②

Ｖｉｖｉｅｎｎｅ　Ｂａｔｈ，“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ＳＲ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７．

Ｂｅｎｉｔｏ　Ａｒｒｕａｄａ，“Ｐｉｔｆａｌｌｓ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Ｗｈｅｎ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Ｉｓ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Ｄａｍａｇ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３５，Ｎｏ．４，２０１０，ｐｐ．７２９－７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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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而忽视了企业在以后的营商活动中，由于政府监管提供公共产品如

建立市场信息对称机制、规范企业行为而减少营商摩擦、快速处理纠纷等而

节省的成本。他还指出，广大发展中国家内部之所以存在大量的非正规经营

实体 （未登记、不纳税），原因就在于企业正规化仅仅增加了运营的初始成

本，却享受不到监管所带来的公共产品 （因为缺乏规范营商活动的相关法律

法规和执行机构）。

对于ＤＢ评估的全面和系统性的批评，相当部分包括在学界对于ＤＢ劳

工指标的研究中。① 彼得·巴克维斯 （Ｐｅｔｅｒ　Ｂａｋｖｉｓ）对于有关ＤＢ劳工指标
“争议”中的关键方———ＤＢ团队、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 （Ｒｏｂｅｒｔ　Ｚｏｅｌｌｉｃｋ）、

国际工会联合会 （ＩＴＵＣ）和其他劳工组织以及美国众议院的意见和行动做

了总结，指出ＤＢ保留劳工指标、强调减少劳工市场监管是 “华盛顿共识”

的残留，即过分强调自由化，否认政府在维持经济平稳运行中的作用。② 巴

克维斯还强调，ＤＢ劳工指标偏向私营企业主，忽视劳工权益，而且并没有

实证基础证明劳工指标与就业率呈正相关。此后，由于劳工指标自２０１１年

起不再被纳入营商便利度计算，学界对该指标的讨论逐渐淡化。③

还有学者对ＤＢ评估的法律法规信息与实际执行效果存在差距的问题提

出了批评。例如，玛丽·霍华德·德瑞梅尔 （Ｍａｒｙ　Ｈａｌｌｗａｒｄ　Ｄｒｉｅｍｅｉｅｒ）和

兰特·普里切特 （Ｌａｎｔ　Ｐｒｉｔｃｈｅｔｔ）研究指出，ＤＢ评估的政府明文的法律和

—３４１—

①

②

③

对于ＤＢ劳工指标的研究较多，ＩＥＧ　２００８年的评估报告中有涉及。其他学者如伯格 （Ｊａｎｉｎｅ
Ｂｅｒｇ）和卡兹 （Ｓａｎｄｒｉｎｅ　Ｃａｚｅｓ）指出，ＤＢ营商环境指标中 “雇佣劳工”在概念上和方法上存在问
题，因而建立在这些指标分析上的政策决策存在危险。其中，包括 “监管就是成本”的简单化思维
忽视了劳动法的许多优点；此外，该指标也不考察工资的灵活性、处理劳资关系时的三方或者集体
协商 等。参 见 Ｊａｎｉｎｅ　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Ｓａｎｄｒｉｎｅ　Ｃａｚｅｓ，“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　Ｇｏｎｅ　Ａｗｒｙ：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ｂｏｒ　Ｌａｗ　＆ Ｐｏｌｉｃ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２９，

２００８，ｐｐ．３４９－３８１。

Ｐｅｔｅｒ　Ｂａｋｖｉｓ，“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ｓ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Ａ　Ｌａｓｔ　Ｆ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ｕｔｕｍｎ－Ｗｉｎｔｅｒ　２００９，ｐｐ．４１９－４３８．

对于ＤＢ其他个别指标 （时间、程序与成本）的研究，参见Ａｎｔｏｎｉｏ　Ｃａｐｐｉｅｌｌｏ，“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ａｎｋｓ：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ＲＩＥＤＳ－Ｒｉｖｉｓｔａ　Ｉｔａｌｉａｎａ　ｄｉ　Ｅｃｏｎｏｍｉａ，Ｄｅｍｏｇｒａｆｉａ　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Ｖｏｌ．ｌｘｖｉｉｉ，Ｎｏ．１，

２０１４，ｐｐ．７９－８６；Ｌｉｎ　Ｌｉｎ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ｗｉｎｇ－Ｃｈｏｗ，“Ｔｈｅ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ＮＵ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１４／００７，Ｊｕｎｅ　２０１４，ｈｔｔｐ：／／

ｌａｗ．ｎｕｓ．ｅｄｕ．ｓｇ／ｗ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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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政策与实际执行效果之间存在差距。① 他们通过将１００多个经济体的ＤＢ
数据和企业调查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ｕｒｖｅｙ，以下简称ＥＳ）② 三方面的数据 （获取
运营许可耗时、获得建筑许可耗时和进口货物耗时）进行比对，发现两者之
间出入较大，大部分相同考察对象的数据，ＤＢ要大于ＥＳ，表明营商环境中
“应然”与 “实然”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即既定政策规章和实际执行情况之
间有出入。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极有可能包括政府执行不到位和企业自身
的营商控制行为 （如行贿）。这些都给政策改革与执行造成困难，因此，政
策法律的执行程度应该成为国家推行经济改革 （更具体地说是营商环境改
革）的重点。对于一国营商环境 “应然”与 “实然”的差距问题，曾负责审
查ＤＢ项目的蒂莫西·贝斯利教授以及简·约瑟夫·范尔贝 （Ｊｏａｎ　Ｊｏｓｅｐ
Ｖａｌｌｂé）等人都曾讨论过，不同的是，前者仅仅指出，ＤＢ因为考察范围有
限而不能像ＥＳ一样给出更详细的企业营商成本数据等，而后者虽然不是专
门讨论ＤＢ项目，但也重点讨论了ＤＢ前提假设的不足，即假设营商监管信
息是完全可获得的，而不考虑发现和搜索法律和规章信息所带来的成本。③

也有学者针对ＤＢ的考察对象仅包括本地中小企业 （正规有限责任公司），指
出发展中国家市场上存在大量不正规的、没有登记的经营实体，这些均不在

—４４１—

①

②

③

参见 Ｍａｒｙ　Ｈａｌｌｗａｒｄ－Ｄｒｉｅｍｅｉｅｒ　ａｎｄ　Ｌａｎｔ　Ｐｒｉｔｃｈｅｔｔ，“Ｈｏｗ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ｓ　Ｄｏ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Ｗｈｅｎ　Ｆｉｒｍｓ　Ｈａｖ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ＷＰＳ　５５６３，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Ｍａｒｙ　Ｈａｌｌｗａｒｄ－Ｄｒｉｅｍｅｉｅｒ　ａｎｄ　Ｌａｎｔ
Ｐｒｉｔｃｈｅｔｔ，“Ｈｏｗ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ｓ　Ｄｏ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Ｄｅａｌ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Ｒｕｌ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Ｖｏｌ．２９，Ｎｏ．３，２０１５，ｐｐ．１２１－１４０。

企业调查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ｕｒｖｅｙ）项目也是世界银行关注投资环境的旗舰产品之一，属于企业
层面的投资环境调查项目，重点考察企业主对东道国投资环境的评估。从１９９８年开始，企业调查项
目就由世界银行集团内部不同部门负责过相关工作 （曾被命名为 “投资环境调查”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ｕｒｖｅｙ））；２００３年，“投资环境调查”项目考察的主题就包括 “营商障碍、基础设施、融资、

劳动力、腐败和监管、合同执行、法律和秩序、革新和技术以及企业生产力”，指标包含定量和定性
两种。自２００５年６月起，世界银行集团内部的企业调查项目由企业调查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Ｕｎｉｔ）集中负责，并与其他国际组织进行合作，评估指标开始基本稳定。

范尔贝认为，优良的监管环境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关系已经被探究过，但是通过网络获
得法律信息这一要素对政府治理和营商环境的关系却未被研究 （尤其是世界银行）。范尔贝通过现实
中获取法律和监管信息的程度，用 “法律辐射” （Ｌｅｇａｌ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指标来近似处理并和营商环
境便利度进行回归，证实二者间存在正相关性。参见Ｊｏａｎ　Ｊ．Ｖａｌｌｂéａｎｄ　Ｎ．Ｃａｓｅｌｌａｓ， “Ｗｈａｔ’ｓ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ｅ－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Ｌｅｇ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Ｐａｓ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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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Ｂ考察范围内，因而ＤＢ的数据能否真实评估营商环境质量值得怀疑。①

五、如何认识ＤＢ的优势与缺陷

认识ＤＢ的优势与缺陷，应该与其项目本身的任务及其目的联系起来。

概括起来，营商环境调查项目要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

经济体内部营商监管的质量；第二，什么是合理、合适的监管制度；第三，

各经济体营商改革的方向和重点。由此分析，世界银行推出ＤＢ的主要目的
是：第一，通过为经济体提供良性基准 （有效且促进发展的法律和政策安排
模式）刺激改革；第二，提供营商环境改革设计的方向；第三，为国际发展
援助的流向提供衡量标准；第四，检验现行有关政策监管和经济发展关系的
理论，推动学术理论发展。

因此，我们需要明确的是，ＤＢ本来就不是要评估一国营商环境的全部
内容，而只是评估私营企业市场竞争所面临的法律法规等政策环境，是一国
政府所提供的社会公共产品质量。世界银行ＤＢ项目是向全世界，尤其是发
展中国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一方面要剔除一些不相关的考量因素 （如劳动
力技能和资源禀赋），另一方面也要关注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多元需求，关
注经济体营商法规环境的整体制度环境 （如政治稳定），容忍甚至支持有差
异的营商环境评估重心和改革方向。

（一）ＤＢ应重视营商监管质量问题
学界对于ＤＢ评估方法是否 “歧视”监管的探讨很多，而且多是从批判

新自由主义的视角入手。目前，学界在这一问题上已基本达成共识，即营商
监管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不必要”的监管会给企业营商带来成本；另一
方面，缺乏监管也会造成非正规企业不公平竞争、企业争端难以解决、企业
财产权难以保障等额外成本。因此，ＤＢ应该尤为关注经济体内部的营商监
管质量。以此视角来看，ＤＢ的方法论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地 “去监管化”到
逐步认识到评估监管质量重要性的转变。

在世界银行的第一份营商环境报告 《营商２００４：理解规制》的前言中，

有一句话表明了世界银行对于世界经济发展路径的一个思路： “虽然宏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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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毫无疑问是重要的，但一个共识还是越来越来得到承认，即 （企业面临）

营商监管的质量以及促进机制是繁荣的主要决定因素。”①。这份报告还从罗

纳德·科斯 （Ｒｏｎａｌｄ　Ｃｏａｓｅ）的契约理论以及乔治·斯蒂格勒 （Ｇｅｏｒｇｅ

Ｓｔｉｇｌｅｒ）的俘获理论中获得了支持，对阿瑟·庇古 （Ａｒｔｈｕｒ　Ｐｉｇｏｕ）的福利

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批判，指出政府监管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

反而会导致政府中立性消失和扭曲社会利益分配。② 该报告还提出了优质监

管的五条原则：竞争市场去监管化；增强产权；扩展技术应用；减少法院涉

入营商事务；持续改革。事实上，ＤＢ项目启动时的经理和专家都曾经研究

过计划经济体的发展教训和过度监管所造成的企业智识与资源的浪费。受此

影响，ＤＢ倾向于减少对营商的监管，推崇尽可能减少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

义市场理念。

随着ＤＢ年度报告的陆续发布，学界和世界银行自身对ＤＢ的讨论陆续

展开，世界银行对于监管的态度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这突出表现在

２００４年的ＤＢ报告与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报告的比较中。在２００４年的报告中，

多次提到发展中经济体的监管过重，而极少提到监管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并

且对监管效率较高和营商成本较低的经济体给予较高评价。这明显与 “华盛

顿共识”的逻辑相一致。此外，报告中提到了 “一刀切”（Ｏｎｅ　Ｓｉｚｅ　Ｆｉｔ　Ａｌｌ）

原则，即在营商监管中减少所有 “不必要”的监管，是适用于除发达经济体

外其他经济体的。③ 但报告并未对何为 “不必要”的监管、何为 “必要的”

的监管做出明确界定，评估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时间、手续数量和成本。报

告提供的数据也显示，所有监管效率较高、营商成本低的经济体都得了较高

的评价 （并不存在某项监管的经济体除外）。

２０１６年的营商报告指出，“社会需要监管，营商作为社会的一部分也不

例外。没有支撑企业建立、运营和解体的规则，现代营商就不可能存在”。④

这表明世界银行日益承认监管对于现代企业运作的重大意义，而这种监管必

须是由法律法规来界定、政府 （广义概念）来承担职能的。与此相应，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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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　２００４：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ｆａｃｅ，ｐ．ｖｉｉｉ．
Ｉｂｉｄ．，ｐｐ．９０－９２．
Ｉｂｉｄ．，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ｐ．ｘｖｉ．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２０１６：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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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自２０１５年起引入了对于监管质量的考察。比如，２０１６年的营商环境报

告对 “获得建筑许可”这一指标进行了修正，其除了衡量监管的效率 （时间

和成本）外，还衡量建筑监管的质量、负责检查建筑方案的人员的资格要

求。ＤＢ衡量经济体是否存在一套能够促进建筑顺利和高质量进行的监管和

质量控制体系，考察经济体是否存在对于营商而言必要且有效的监管，监管

过少或者没有监管的经济体会得到较低的评价。

从单方面关注效率到关注质量，国家政策设计本身的重要性得到体现，

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这一方面表明世界银行评估体系的日益完

善，另一方面更说明世界银行一定程度上抛弃了简单自由化的思路，更重视

经济发展的政策设计质量和微观政策环境，更看重企业发展的要求。这一变

化是与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图景进一步变革、发展中经济体比重上

升和新自由主义遭受重创密切相关的。特别是在东亚地区，已经获得成功的

新加坡模式和取得巨大成就的中国模式，与大多数管理不善、技术能力不

足、基础设施欠缺的发展中经济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对世界银行及其他

全球经济治理机构改善评估标准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这一要求在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之前未能得到满足，但是在转型经济体改变全球经济治理格局的

过程中，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世界银行关于发展的理念和知识输出的偏向。这

也符合世界银行作为知识银行的本职要求。很明显，发达经济体最大的问题

并不是监管不善，它们已经存在较有效和高质量的管理体系，以及企业发展

所必需的技术积累、竞争理念和市场文化等，而发展中经济体的企业则还需

要完备的制度和政策设计来确保其公平竞争、方便地获取资源、减少运输成

本和提高技术水平等。这不是简单地减少营商成本所能解决的问题。但笔者

认为，目前ＤＢ已经开始抛弃明显的 “歧视”监管的倾向，学界和政界的讨

论应该集中在如何从广度和深度上继续改善ＢＤ项目的评估质量上。

（二）营商环境评估应认识到不同国家的需求差异

作为一种横向比较各经济体营商监管质量的项目报告，ＤＢ将经济体作
“单一化”处理，忽视了各个经济体之间存在的发展水平差异，这构成了ＤＢ
数据难以反映部分经济体营商监管质量的部分基础。从经济发展和增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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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以农业为主、制造业为主与人力资本为主的发展阶段是很不同的，①

不同国家的发展需求既来源于自然地理属性，也来源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属

性，这构成了不同国家需求的差异。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先将ＤＢ指标与

世界经济论坛开发的全球竞争力指数 （ＧＣＩ）进行比较，从而对其进行定位。

全球竞争力指数是世界范围内被广泛认可的评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世

界各国竞争力状态的重要指标。它由１２个竞争力支柱项目构成，包括制度、

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稳定性、健康与初等教育、高等教育与培训、商品市场

效率、劳动市场效率、金融市场成熟性、技术设备、市场规模、商务成熟

性、创新 （见表６）。显然，各个指标针对的经济发展阶段是不同的，越是到

创新驱动阶段，商务环境的重要性越凸显。

表６　全球竞争力指数指标体系

次级指标 支　柱 经济体发展阶段

基本要素

制度

基础设施

宏观经济环境

健康和初等教育

要素驱动阶段

效率增强因素

高等教育和培训

商品市场效率

劳动市场效率

金融市场成熟性

技术设备

市场规模

效率驱动阶段

创新和成熟度因素
商务成熟性

创新
创新驱动阶段

资料 来 源：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ｒｅｐｏｒｔｓ．ｗｅｆｏｒｕｍ．ｏｒｇ／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ｃｏｕｎｔｒｙ－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ＧＣＩ的指标体系明显不同于ＤＢ指标。就相似性而言，ＧＣＩ的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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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Ｍａｓａｈｉｋｏ　Ａｏｋｉ， “Ｔｈｅ　Ｆｉｖｅ－Ｐｈａｓ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ＡＤＢＩ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３４０，Ａｓ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Ｔｏｋｙｏ，２０１１；蔡
昉：《二元经济作为一个发展阶段的形成过程》，载 《经济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７期，第４～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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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指标属于ＤＢ指标所考察的主要范围；就结果相关性而言，ＤＢ项目自

身做过比对，将ＤＢ的营商便利度排名与ＧＣＩ数据进行回归，发现在控制人

均ＧＤＰ水平的条件下，两者在１％的置信水平上显性相关，相关度达

０．８４。① 因此，尽管ＤＢ是一种考察范围较窄的评估工具，仍然可以近似地

充当衡量经济体营商环境竞争力的工具，实际上，它是第一个在营商环境领

域提供横向比较经济体监管质量的指标体系。ＧＣＩ与ＤＢ的另一明显不同在

于，它根据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 （以人均ＧＤＰ衡量）的经济体的不同需

要，对三大次级指标设置了灵活权重 （如表７所示）。

表７　ＧＣＩ各指标权重设置

发展阶段

阶段１：要素驱动 过渡：１→２ 阶段２：效率驱动 过渡：２→３

人均ＧＤＰ梯次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２９９９　 ３０００～８９９９　 ９０００～１７０００

基础需要指标权重 ６０％ ４０％～６０％ ４０％ ２０％～４０％

效率增强指标权重 ３５％ ３５％～５０％ ５０％ ５０％

创新和成熟

要素指标权重
５％ ５％～１０％ １０％ １０％～３０％

资料来源：同表６。

ＧＣＩ的做法兼顾了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的特殊性，关注不同区位投资者

的利益关切的不同，因而适用性更强。ＤＢ假设投资者和改革者都是同质的，

专注于分析一种统一情景下不同经济体的监管质量水平；它还假设经济体内

法律法规是完全实施的，即企业营商完全遵循政府监管所施加的成本和控

制。显然，这两个假设都是有问题的，无论是ＤＢ自身的改革还是应用者，

都应该重视吸取ＧＣＩ的经验。对于后一个假定，如前所述，玛丽·霍华德·

德瑞梅尔和兰特·普里切特的研究表明，在 “获得营商许可” “获得施工许

可”和 “货物通关时间”三项指标上，营商监管效果在 “应然”和 “实然”

间差异很大。他们将此归因于企业自身存在应对监管的控制行为 （包括行

贿）和政府执行力问题。② 而我们一般认为，政府执行力问题和腐败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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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２０１６：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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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更为突出，这说明将国家同质化以及将法律法规的 “应然”等同于执

行结果的 “实然”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符合逻辑的。

对于前一个假定，本文以下以中印两国的情况为例来说明。中国和印度领

土广袤，人口众多，城镇化发展极其迅速，而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

大，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效率和质量也存在差异。以 “开办企业”指标为例，

中国和印度不同城市的 “时间”和 “成本”指数存在很大差异 （见图２、图３）。

从图２和图３可以看出，中国各主要城市中，开办企业所需时间最短的

是广州 （２８天），最长的是太原和银川 （５５天），几乎是广州的两倍；而在

印度各主要城市中，开办企业所需成本最高的是孟买 （７０．９％），最低的是

巴特那 （３８．６％），前者约为后者两倍。因此，简单地将一些人口和领土大

国的考察范围定位在两个最大商业城市，据此计算经济体整体营商便利度并

进行排序，虽节约成本，结果简单易懂，但是评估质量令人质疑。①

图２　中国各主要城市开办企业所需时间 （天）分布

数据来源：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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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ＤＢ项目组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自２００６年起，由地方ＤＢ项目组发布个别国家、次级区域
的营商环境报告，但数量有限。截至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８日，世界银行官网上发布的关于中国的报告只有

２００８年一版，印度和俄罗斯只有２００９年一版，尚未能查到关于美国的营商环境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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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印度各主要城市开办企业所需成本 （％人均国民收入）分布

数据来源：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Ｉｎｄｉａ　２００９。

地区性差异不仅是中印两国的典型特征，在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普遍

存在，特别是东亚和南亚地区的国家，那里人口众多，幅员广阔，地区间发

展差异极大。在历年营商便利度排名中，发达经济体排名均远远高于发展中

经济体。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世界银行在评估各国的营商环境时过于

重视监管效率，而忽视监管质量对投资经营的实质性影响。另一方面，也源

于它无法有效处理发展中经济体巨大的多样性。例如，尽管两年前印度莫迪

政府上台后提出 “制造印度”口号以吸引外资，但在 《营商２０１７》中，印度

的排名却在第１３０位，无法实现２０１８年排名进入前５０名的目标。印度政府

希望世界银行能接纳一些未包括在营商环境报告中的改革成效。① 在２０１６年

的ＤＢ报告中，中国 “开办企业”指标全球排名第１３６位，排名很靠后。其

中，“时间”这一二级指标为３１．５天，同期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平均水平为

２５．９天，经合组织国家为８．３天；而另一二级指标 “成本”（占人均国民收

—１５１—

① Ｓｕｎｅｅｒａ　Ｔａｎｄｏｎ，“Ｎｏｔ　ｓｏ　Ｅａｓｙ：Ｄｅｓｐｉｔｅ　Ｍｏｄｉｎｏｍｉｃｓ，Ｉｎｄｉａ　Ｓｔａｇｎａｔｅｓ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ｓ　Ｅａｓｅ
ｏｆ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ａｎｋｉｎｇｓ”，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６，２０１６，ｈｔｔｐ：／／ｑｚ．ｃｏｍ／８１９４５２／ｉｎｄｉａ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２０１７－ｌｉｓｔ－ｍｏｖｅｄ－ｕｐ－ｂｙ－ｏｎｌｙ－ｏｎｅ－ｐｌａｃｅ－ｔｏ－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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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百分比）为０．８％，远远低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的３．２％，但若按照简

单平均数方法来计算 “开办企业”指标数值，这种差异就被掩盖了。因此，

ＤＢ将各个指标赋予相同权重的做法值得商榷，学界应尝试根据不同发展水

平的国家的差异化需求来赋予不同的权重。

企业经营遇到的障碍和挑战远不止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涵盖的范围。

有些经济体由于政局稳定性及政府能力的差异，其营商监管更加缺乏规律

性，因而影响到私营企业的生产经营。以中国企业在南苏丹的投资为例。南

苏丹资源极其丰富，吸引了中国的投资，但当地社会政治不稳定，饱受 “资

源诅咒”影响。在南苏丹独立前，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中石油在苏丹石

油产业投入巨资。南苏丹独立后，当地各部落、党派、教徒之间的矛盾集中

爆发，社会冲突和暴力犯罪时有发生，给当地中国投资造成巨大损失。因

此，ＤＢ项目应该考察私营企业投资面临的监管背后的制度环境以及营商法

规执行的政府治理基础。

最后，ＤＢ忽视了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程度差异，具

体表现在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企业上。非正规企业广泛存在于发展中国

家，由于其受到政府营商监管的情况并不可控，因而未能纳入ＤＢ的考察

范围中。加之各国政策执行能力的差异，使得ＤＢ评估的结果与实际的营

商监管环境存在较大差距。德瑞梅尔和普里切特通过将１３６个经济体 （非

ＯＥＣＤ国家）２００６～２０１４年进口货物耗时的数据 （分别从 ＤＢ项目和ＥＳ
项目获得）进行散点图分析，发现二者出入较大。其中ＤＢ数据显示各个

经济体进口货物平均耗时２１天，而ＥＳ显示为６．２５天。① 可见，探讨发展

中国家内部非正规企业的营商状况，寻求一种能够评估经济体内部营商监管

执行力度 （假设其与非正规企业市场占有率呈负相关）的指标，也应该是

ＤＢ改革的方向之一。

六、结　论

ＤＢ项目作为世界银行集团为世界经济发展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是全球

—２５１—

① Ｍａｒｙ　Ｈａｌｌｗａｒｄ－Ｄｒｉｅｍｅｉｅｒ　ａｎｄ　Ｌａｎｔ　Ｐｒｉｔｃｈｅｔｔ，“Ｈｏｗ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ｓ　Ｄｏ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Ｄｅａｌ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Ｒｕｌｅｓ”，ｐ．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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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ＤＢ报告通过对衡量经济体营商监管指标的量化处理，

横向比较了各个经济体营商环境监管的优劣，为世界上几乎所有经济体的经

济发展和国内改革、投资者的投资区位选择等提供了一系列参考，在学术界

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且吸引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并以此作为国内商业

环境改革的重要参考。

但是，ＤＢ项目也存在一系列局限。本文通过追溯和分析学界和世界银

行自身对该项目的评估及批评，发现在该项目何种程度上以及哪些指标能够

最大程度上促进私营企业发展、取得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等方面存在不同意

见；在营商环境评估指标能否真实反映一国监管质量上的争论更为激烈，包

括指标范围有限、指标数据处理有偏向性、指标数据与实际数据不符、考察

企业对象有限、考察区域有限等等。这些均构成了我们进一步讨论世界银行

发展方向的重要问题，包括如何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如何尊重各经济体的

不同国情，以及如何服务于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需求。

回顾世界银行ＤＢ项目的起源和演变过程，特别需要注意到，２１世纪以

来，世界银行推动以改善投资环境为核心的新一轮发展战略，在各个地区的

实施效果差异很大。在东亚地区，大多数经济体的发展成就是在未遵循世界

银行尽可能去监管化要求的情况下取得的。从ＤＢ报告的思想根源来看，它

仍然是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一个产品。但全球金融危

机以来，该报告越来越承认国家和监管的积极作用，这表明新自由主义进入

了大衰退阶段。发展中国家在应用ＤＢ时应认清其局限，将ＤＢ数据与自身

发展阶段相结合，与特定市场经济体系下的政企关系相结合，在应用中尝试

构建更为灵活的指标体系。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实施对象基本上都是中等收

入国家。从８０年代的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到９０年代的东欧国家，每一

轮政策的调整都是以对美国全球战略极为重要的特定地区为对象。８０年代以

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一贯拒绝接受包括ＩＭＦ在内的新自由主义

政策。ＩＭＦ在东亚发生金融危机后的援助条件更让东亚国家认识到这些机构

的政治性。未来一个时期，东亚地区的发展将对美国的权势地位构成极大挑

战，一大批国家正从中下等收入国家迈向中高等收入国家，尤其是中国和部

分东盟国家，正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尽管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开始反思新

—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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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但是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仍然主导着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其

主要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发展方向仍不确定。因此，发展中国家对待世

界银行的政策建议要更加慎重。

对中国而言，在重视世界银行评估的同时，更需要充分注意本国国情以

及自身发展对全球规则的挑战的重要性。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健全，尽管人均国民收入居于世界中等水平，但中国领

土广袤，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就中国自身的营商环境而言，政

企关系与西方不同，国有企业掌握国民经济命脉。尽管中国在ＤＢ排名中成

绩较差，但长期以来却是发展中国家中吸引外资最多的。就中国企业 “走出

去”而言，由于长期投资发展中地区，寻求市场和资源，因而更加重视东道

国有关工地建设、获得电力和劳动力市场等方面的信息；中国海外并购发展

迅速，以发达国家为主，寻求优质战略资产，因此有其自身的特殊需要和特

点，比如，更加重视有关东道国信贷方面的信息，更加频繁遭遇发达国家借

国家安全名义打击中国投资者的事件，这些考虑均可被纳入一种灵活的指标

方程中。

—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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